
清季中國外交機構沿革 

林暐恩* 

一、鴉片戰爭以前清廷的對外交涉機關 

中國與西洋各國發生外交關係，以鴉片戰爭為一大關鍵。鴉片戰爭以前，

清廷尚未有近代國際公法中的國與國平等外交原則。中國由於地處東亞的優越位

置，加上遠離其他世界主要文化中心，因此孕育出獨特且優越的歷史和文化背

景，所以中國傳統觀念始終是以「天朝上國」自居，其餘外國人皆為蠻夷之輩。

因此在當時對於西洋各國使臣之款待，與朝鮮、琉球等屬國，並無大異，即視一

切外國使臣為貢使，為傾心王化而來。所以明清之際，外人若想與中國進行商業

行為，則必須先成為藩屬國，然後於中國所訂的朝貢時期，才能進行商業貿易行

為，這種關係稱之為「朝貢制度」（Tributary State System）。對此，中國雖然在

政府組織中有禮部和理藩院處理對外事務，但所司理的，是朝貢國和藩屬的業

務，專責的「近代外交機關」並不存在。 

按照中國傳統的朝貢制度，歷代的朝廷皆設有專管朝貢事務及接待貢使的

機構。明代時設置「會同館」與「四夷館」，主管朝貢事務及接待來華貢使。清

沿明制，設置「四譯館」，隸屬於翰林院，掌理翻譯外國文書及訓練翻譯人才；「會

同館」隸屬於禮部，掌理有關朝貢事務及貢使之接待事宜。但是由於實際需要，

會同館開始自行訓練翻譯人才，以為接待貢使和翻譯外國表文之用，於是便逐漸

形成所有外國文書均需先經由會同館翻譯，再由禮部遞呈皇帝的慣例。因此，會

同館逐漸侵奪四譯館職責而使之式微。乾隆 13年（1748），諭令四譯館和會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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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隸屬於禮部之下，合稱為「會同四譯館」。鴉片戰爭以前，會同四譯館負

責掌理一切有關朝貢使團來京的交涉事務，包括貢使接待、翻譯外國文書表文，

監督貢使在京貿易情形，以及安排貢使覲見、賜宴、賞賚等事宜。但它只負責關

於東南鄰國及海道來華的南洋、西洋各國事務。 

至於清朝西北、西南的外藩則歸理藩院掌管，其中更包括俄國相關事務。

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門」，清太宗崇德 3年（1638）改稱為「理藩院」。其主要職

責為處理蒙古、西藏與新疆回部等邊疆地方事務。另外，由於俄國緊鄰蒙古，且

早和蒙古、滿州有貿易關係，所以理藩院又被指定負責處理中俄雙方的一切事

務，其中包括邊界糾紛、俄國商旅借道貿易，或是俄使經蒙、新來中國交涉等事

宜。總理衙門設置之後，對俄交涉雖不再由理藩院負責，但其仍未完全失去作用，

關於蒙、新邊疆事務，仍舊賴其謀畫主持。除理藩院外，處理對俄事務尚有北京

的「總理俄羅斯事務大臣」及在邊境的「庫倫辦事大臣」。前者多為臨時需要方

才指派的職務（主要是四年一次在北京監督中俄商人交易），後者可視為理藩院

的地方分支機構，受理藩院管轄。 

鴉片戰爭以前，清廷視所有的外使為貢使，有朝貢事務，在京師由禮部主

持，未達京師則由地方督撫負責照料。所以，地方督撫所處理對外事務，主要有

外使之出入境管理，並對外使有查明具題，以待禮部覈准之責。另外，地方督撫

也受命在呈遞外國表文之前，先行拆閱，檢視其是否合於形式，若表文為外國字

體，則由督撫譯出漢字副本。此外，地方督撫尚有對沿海口岸，來華通商之外國

商民行使管轄之權。康熙 23 年（1684）諭開海禁以通貿易，隨後設置粵海、閩

海、浙海、江海等四榷關，於廣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浙江之甯波，江蘇之雲

臺山，並隸屬地方督撫，對於外人的貿易納稅有監督管轄權。迨至乾隆 22 年

（1757）通商限於廣州一口，於是只有廣州督撫對外國商民握有管轄監督之權。

雖然對外交涉交由兩廣總督及粵海關監督處理，但此工作實際上一直由中國行商

代理，中國官員從不直接與外國商人打交道。此外，關於中俄交涉事務處理，除

以理藩院為主管機關外，位於中俄邊境的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以及伊犁將軍也

都經常被授權辦理對俄交涉事務。 

在清朝的政務結構中，與周邊國家或部落發生衝突或糾紛，是屬於邊務，

處理這些事務是總督、巡撫或將軍這些封疆大吏的職責。然而，封疆大吏就地辦

理交涉事件，絕不等於他們可以自行其是。事實上，無論內政外交，帝國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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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通過軍機處作出決策，而皇帝經軍機處發出「廷寄」，直接指揮各地的疆吏。

總理衙門設置之前，除去藩屬朝貢事務屬禮部，對俄事務屬理藩院，通商事務屬

兩廣總督及對外交涉代表屬欽差大臣外，所有涉外事務，皆以軍機處為主管機

關，對外交涉的機密要件也由軍機處所屬的方略館收存。 

 

二、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期間清廷的對外交涉機關 

鴉片戰爭爆發後，中英於道光 22年（1842）簽訂江寧條約，條約中雖有關

於國交平行之條款，但是應由何種機關辦理對外交涉，卻未作規定。因此對外交

涉，依然沿襲慣例，由加欽差大臣銜的兩廣總督辦理。而廣東欽差大臣成為對外

關係的一種特別建制，可說是自耆英開始。道光 24年（1844），中美望廈條約和

中法黃埔條約中均明白規定： 

「合眾國日後若有國書遞達中國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外交事務之欽差大

臣，或兩廣、閩、浙、兩江總督等大臣將原書代奏。」（中美望廈條約第 31條） 

「中國地方官對於該領事等，均應以禮相待……倘有不平之事，該領事官

逕赴總理五口大臣處控告，如無總理大臣即申訴省垣大獻為之詳細查明，秉公辦

理。」（中法黃埔條約第 4條） 

「將來法蘭西若有國書送達朝廷，該駐口領事官應將國書送與辦理五口及

外國事務大臣，如無五口大臣，即送與總督代為進呈，其有國書復轉，亦一體照

行。」（中法黃埔條約第 34條） 

所謂「中國辦理外交事務之欽差大臣」、「總理五口大臣」或「辦理五口及

外國事務大臣」，實質上均係指廣東欽差大臣而言。由此可知，廣東欽差大臣乃

正式兼辦通商與「夷務」之官員，所有一切對外的通商交涉，各省口岸皆須與之

協同，各國即關求市，亦必須以廣州為門路，以欽差大臣為總匯，各省通商口岸

雖仍辦理對外交涉，但卻以廣東欽差大臣總攬其成。 

這種欽差制度並且置於廣州辦理的方式，雖是清廷迫於條約規定和事實需

要所採取的臨時措施，但是此一措施卻讓清政府滿意。一方面廣東地方因與外人

接觸較久，一切事務均有成例可循，對外交涉，查考方便。另一方面，廣東距京

城較遠，可以支使外人遠離京師，避免紛擾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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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對外人而言，這種制度仍然有許多不方便之處。一則兩廣總督不是最

高決策機關，事事都需請示朝廷，而京粵兩地相距遙遠，因此公文的往返動輒數

月，外人往往不耐久候。其次兩廣總督若以推諉敷衍的態度對待，外使除非進京，

即無處可接洽，而進京則又為清廷所嚴拒，容易發生衝突。再者，由於辦理交涉

的欽差大臣隨時派定，對外國既無一定之政策，亦難充分明瞭外國之情勢，只好

敷衍茍安。並且中國地方遼闊，朝廷鞭長莫及，邊遠的疆吏每每歪曲事實，而使

得外人的意見更是無法上達朝廷。在這種情形之下，外國人無法求得他們認為較

合理的交涉方式。於是，英法兩國開始將交涉的觸角指向中央官員，直接往天津

加以交涉。但是接觸後的結果卻令人沮喪，中央仍是派欽差大臣與其交涉，並且

更以奉旨行事為由，對英法的要求無法給予肯定的答案，更無權力答應他們的要

求。因此，衝突乃無可避免再度發生，英法列強對於中國外交制度改革的企圖也

就愈加迫切。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除了廣東欽差大臣以外，內閣大學士也是中國對外交

涉的重要官員。清初內閣大學士僅是知誥制之官，彷彿皇帝之秘書。其後大學士

權責加重，秉持國均，贊理機務，表率百僚，其職權比於古之宰相。但大學士名

位雖崇，然非待奏准不能作任何重要決定，所以只是一個有力的諮詢機關，而非

政府本身。雖然內閣大學士無一定職務，但因其為皇帝最主要的諮詢機關，贊襄

國家大計，所有重要文書皆經其手，所以與外交有很密切的關係。再加上內閣大

學士位高望隆，所以外交上重要折衝事項，常派大學士主持，同時各國亦重視大

學士，故每要求大學士階級的人物辦理交涉。歷觀各重要交涉之主持者，除親王

外，幾乎皆是派大學士為欽差大臣，如琦善、耆英、葉名琛、桂良等。由此可知，

大學士雖不是專辦外交之機關，但在對外交涉中，地位相當重要，即使在總理衙

門設置後，總理衙門大臣中的主腦人物，仍多半身兼大學士名位。 

三、總理衙門的建立 

咸豐 8 年（1858）英法聯軍攻入天津後，趁勝利之餘，自然要解除對中國

外交制度不滿的地方。因此在中英天津條約便有許多改革外交制度的要求。法、

美、俄各國也在條約中提出類似的條款，或是援用英國待遇之條款。在如此的狀

況之下，外交制度的改革已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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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 8年 12月（1859年 1月），清廷將欽差大臣北移上海，改由兩江總督

何桂清擔任，辦理各國交涉。此時，清廷仍認為通商與外交是一回事，何桂清的

職責仍是辦理各國的通商事務。然而自天津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的使節拒絕與

任何省級的，或是在名義上負責商務的官員辦理交涉，他們要求直接駐使京師與

軍機處接觸。咸豐 9 年 5月（1860 年 6 月）英法使臣北上換約，因繞道北塘問

題，又發生衝突。清廷先後派任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直隸總督恒福、

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等為欽差大臣，赴天津辦理交涉與和議。同年 8月 7

日（9月 21日），談判破裂，英法聯軍再度向北京進軍，咸豐皇帝出走熱河，並

授命恭親王奕訢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督辦和局」。並命令桂良、文祥協

助奕訢在北京辦理「撫局」。北京條約簽訂後，各國公使相繼駐京，外輪行駛長

江，外人進入內地遊歷及傳教，外交事務日益紛雜，因此在中央政府另外設立一

個主管外交事務的機關，實有迫切之需要。 

咸豐 10年 12月（1861年 1月），恭親王奕訢聯同桂良和文祥向咸豐皇帝提

出一個綜論外交形勢的奏摺。在此奏摺中，他們簡略的回顧和總結了自「南京條

約」以來，對外關係的劇烈改變及政府應變的措施不當，在這些教訓下，他們擬

定了通籌大局章程 6條：京師設立總理衙門、南北口岸分設大臣、新開口岸及中

俄邊區設立關稅機構、辦理涉外事務之各省將軍督撫應互相知會、羅致並訓練外

語人才，以及在各通商口岸搜集外國商情及新聞紙等。尤其對於在京師設立總理

事務衙門一事，特別重視希望它能成為一個主管外交事務的中央官署。這個機關

的領導階層應包括王大臣和全體軍機大臣，並且要有固定的辦公場所和負責一般

行政的編制員額，所需司員則由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

八員，輪流入值，一切均仿照軍機處辦理。 

咸豐皇帝雖然批准成立總理衙門及其他建議，但仍與原計畫有所出入。首

先是名稱方面，原先建議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是皇帝上諭卻加上「通商」

二字，而成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由此可知，清廷仍視對外交涉為商務

問題，而西方國家已拒絕接受此一立場，但要求皇帝修改已經頒下的上諭又為不

敬，因此恭親王等奏請在頒發關防時，以及總理衙門對外行文時略去「通商」二

字，皇帝硃批「依議」。 

其次，總理衙門與其他政府機關的法定關係上，也較原先設計的情形為弱。

當時，軍機處仍是最重要的決策機關，恭親王等希望使總理衙門與軍機處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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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因而建議總理衙門的成員中應包括全部的軍機大臣，以及自軍機處挑選

的章京仍保持原來在軍機處的職務，對此皇帝未能同意。 

此外，總理衙門本來在設計上是負責外交事務的中央官署，各將軍督撫（包

括南北洋大臣）應將有關外務事件，於奏報皇帝時亦咨會總理衙門。但皇帝不同

意，主張經由禮部轉咨總理衙門。這意味著總理衙門的職權低於禮部，而禮部又

是掌管朝貢國事務的機關，恭親王等認為實有不妥。最後決定，一般事件由禮部

轉咨總理衙門，而重要和機密的事件則由軍機處將有關奏摺及文件隨時向總理衙

門抄送副本。因此，總理衙門始終無法成為主管外交事務最高官署。 

在這些與原先計畫有所出入的情況下，中國成立了第一個專責的對外交涉

機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理衙門的設立，雖為中國對外關係的一個轉捩點，

但是最初清廷設立總理衙門的目的，主要是種「羈縻」外人的計策，屬於權宜性

質，起初並無設立一永久涉外機關之意。 

總理衙門的編制，大致可分為領導階層和工作同仁。領導階層是由皇帝指

派王大臣所組成，通常由一位親王總其成。在總理衙門成立之初，僅由恭親王奕

訢、大學士桂良和戶部左侍郎文祥來管理，後來有所增加，最多時到達 13 人。

但是這些王大臣皆為兼職，在運作上採委員會的方式，共同行事，共同負責。上

奏皇帝時必須採取一致的立場，不可單獨上奏。至於工作同仁，則是由選自京師

其他各機關的章京擔任，其數額並未固定。最初，各章京均從其他與外務有關的

機關羅致，而且各自仍擔任其原屬單位的工作。但是，此種運作方式始終未臻理

想。 

總理衙門成立之初，僅有簡單的內部分工。首先設總幫辦來辦理奏摺、照

會、文移等事，其次則按文件的類別分為機密要件、關稅事件、台站譯遞等，分

別派內閣、戶部、兵部司員經理。同治 3 年（1864），總理衙門將職務分配，改

以地區和功能的原則，進行調整，即採分股辦事，初僅設英法俄三股，最後變成

五股。其工作內容如下：（一）英國股：負責有關英國、奧匈、商約、商稅、海

關的業務；（二）法國股：司理有關法國、荷蘭、西班牙、巴西、傳教、移民（華

人華工出國）等業務；（三）俄國股：掌管有關俄國、日本、陸地貿易、邊界糾

紛、外使覲見、推薦使才、考選章京、派遣留學的業務；（四）美國股：主管有

關美國、德國、秘魯、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時、丹麥、葡萄牙、通商口岸、

保護海外華工、參與國際會議等事宜。（五）海防股：主辦有關海軍、船艦、要

 6



塞、軍械、機器、電報、鐵路、礦產等事務。另有司務廳處理一般性行政；清檔

房（1864年以前稱「清檔處」）負責編纂、謄錄、校訂、保管文件之事；同文館

負責培養翻譯與外交人才；以及總稅務司掌理海關徵稅事宜。 

由於總理衙門的職權比原先計畫的出入太多，無法取得執行整個外交事務

的具體控制權，有許多機關限制了總理衙門的權限，成為監督或抵制總理衙門的

機關，如皇帝、御史、內閣、軍機處、禮部等。如此讓總理衙門行事遇上諸多困

難，再加上許多原本是屬於總理衙門管轄的單位，如南北洋欽差大臣、各省將軍

督撫、駐外使節等，由於大多具有欽差大臣頭銜，遇到緊急事件時可以隨時奏報

皇帝，僅尋常事件始函咨總理衙門轉奏。這對總理衙門的職權，無疑是一種侵犯。

尤其同治 9 年（1870），將通商大臣裁撤，改設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分由兩江

總督和直隸總督兼任，此兩位大臣均有對外交涉權，這對中國對外交涉職權更加

劃分不清。 

此外，總理衙門各臣工多是兼差性質，加上並無額外薪資，因此大部份人

員不能專力於總理衙門的工作。加上總理衙門法定的權力不足，其影響力的大小

全賴管理者王大臣而定，在恭親王為首的時期，由於恭親王望隆權大，乃能發揮

很大的作用，但後期的王大臣則趨於衰微。但最主要的因素是當時清廷的一些大

臣仍存有守舊的心理，因之除了恭親王能重視外交的重要性外，其餘的接掌人選

對外交多相當排斥。而採取聯名上奏的方式，對內對外都有推卸責任之虞地，對

於不負責之人更是毫無強制負責之方法。 

在職務分配上，總理衙門這種分股辦法極不合理，既無地理學上的意涵，

更無職務性質上的意義。另外，當時派駐使節往往一人兼使數國，例如美日秘曾

共一使，俄德、英法、英俄、德法在不同時期皆曾共有一使。這種情形時常會使

使館的轄區與各股的轄區發生不一致的現象，在管理上困難自然很多。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總理衙門仍有其貢獻。首先，它是中國外交制度

的一大創新，同時在自強運動時期亦為洋務建設的中心機構。此外，總理衙門所

實行的機構精簡、人員精練、辦事迅速、開支節儉的原則，在逐漸衰微的王朝政

體中，十分難得。再者，同文館的設立，對於各學科、各科目、各課程的教學內

容和進度有明確的要求，進而培訓優秀人才。而同文館的翻譯西洋書籍，帶給中

國新的觀念和新的視野，並且對外文人才的培養，更是一大助益。 

雖然總理衙門的設立為中國外交近代化邁進了一大步，但由於有上述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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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舊官僚的陋習。並且總理衙門的職掌由原先所設計的專門處理外交及通商

事務，擴大到涵蓋一切的洋務範圍，甚至於國防採購事宜，乃至與六部均有重疊

的現象，甚至到最後，總理衙門對洋務的重視過於辦理外交。加上總理衙門時期

的總理大臣素質較低，對於外人多採鄙視態度，外人到總理衙門辦事常遭推託。

於是外人逐漸將其，處理外交工作的重點轉移到其他單位，如北洋大臣或各省督

撫。清廷的對外交涉又漸漸回復到總理衙門成立之前由欽差代辦的情形。因此，

外人對於總理衙門逐漸失望，認為總理衙門已無法適當的達成其外交功能，遂再

有對中國外交制度加以改革之聲的出現。 

四、外務部的建立 

光緒 26 年（1900），庚子拳亂發生，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次年清廷被迫簽

訂辛丑和約。和約簽訂之前，列強即組織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總理衙門的改組

事宜，向中國提出聯合照會。光緒 27年 3月 4日（1901年 4月 22日）復牒敦

促中國政府注意照會中改革總理衙門的條款。清廷於是在 6月 9日（7月 24日）

上諭宣佈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並列為六部之首。8 月 13 日，慶親王奕劻等奏

定外務部應設司員配額、俸給章程 12 條，規定了外務部的內部組織結構、人員

配備以及薪資制度等等，並要求所任用的官員都是專職。但當時，北京正為八國

聯軍所控制，許多大臣隨著慈禧太后逃亡西安，不能到北京就職。因此，外務部

的組織工作一直到 1902 年初才告完成。乍看之下，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完全

是列強挾八國聯軍之威逼迫清政府所為。實際上，早前清朝許多官員已對總理衙

門的問題有所認識，並且已有提出改革總理衙門之建議。 

在外務部運作十年中（1901∼1911），其組織結構曾做過部份的修改。其中

最高指揮機構的首腦部份，在光緒 27年（1901年）的上諭即加以確定；設總理

外務部事宜 1人，會辦外務部大臣 1人，是為管制部。尚書 1人，左右侍郎各 1

人，皆特簡，謂之主任制，且尚書兼會辦大臣。宣統 3 年 4 月（1911 年 5 月）

新內閣成立，撤銷管制部，尚書免去會辦大臣兼職，改為外務大臣。11 月撤左

右侍郎，改為外務部副大臣 1人。 

在首腦部份以下有所謂「承政官制」，光緒 27 年的上諭中，奕劻即對於外

務部首腦部份以次之組織有詳細的規定。承政官制，設左右丞各 1員正三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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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參議各 1員正四品，職務與前總辦章京相同。左右丞參皆備出使之選，出使時

毋庸開缺，請旨派員署理。後來增加參事 4員，又仿各司行走之例，增置丞參上

行走，丞參上學習行走與參議上行走等名目。承政官承上起下是外務部堂官和下

級官員之間溝通的橋樑，為有經驗、有才幹的低級官僚榮升堂官寶座提供了晉升

之階。 

外務部的各司執掌，原是沿襲總理衙門的分股辦事，又參酌各部通制，分

為和會、考工、庶務、榷算四司：（一）和會司掌各國使臣覲見、晤會、奏派使

臣、更換領事、文武學堂、本部員司升調、各項褒獎；（二）考工司掌鐵路、礦

務、電線、機器、製造軍火、船政、聘用洋將洋員、招工、出洋學生。（三）榷

算司掌關稅、商務、行船、華洋借款、財幣、郵政、本部經費、使臣支銷經費；

（四）庶務司掌界務、防務、傳教、遊歷、保護、償恤、禁令、警巡、詞訟。 

總理衙門自同治 3年（1864）設置司務廳，掌部中一切雜務，改外務部時，

因其為六部之通例，故沿襲之。其差使有收掌，掌理派定司員輪班收文；監印，

負責監視本部之鈐印；以及領事，主管承領內廷諭旨文件等事。此外，外務部初

設五股，實際上只是翻譯機構，與總理衙門各股名稱雖大致相同，職掌卻大相逕

庭。初期分設俄、德、英、法、日本五股，但在宣統元年 2 月（1909 年 3 月）

合併德俄兩股為德俄股，並增設秘書股。1909年 9月，外務部奏准添設機要股，

是以到清亡時，共有六股。各股翻譯的主要工作是翻譯各國文件並負責口譯。秘

書股掌理機要文件的擬稿及函牘編輯事宜。機要股負責搜購海內著名報紙，並發

交考察、詳細審觀，分為極要、次要，依類編輯，每日呈堂核閱。此外還聯絡各

國報館，由外務部經費編輯《北京日報》英文版，刊登對外宣傳的英文稿件。由

此可知，機要股是模仿當時各國外交部新聞處而設，反映出當時外務部認識到輿

論在外交中的重要性，並想瞭解外國的政治動態，以及希望影響外國人對中國的

看法。 

光緒 32 年（1906），外務部奏請設立儲才館，主要職責是培訓合格的使館

工作人員。根據儲才館章程規定，參加培訓的主要有三種人，一是曾任駐洋參贊

領事或外省洋務局差使，且深有交涉閱歷者；二是留學外國並修得政治、法律、

商務、理財四科專門畢業文憑者；三是譯學館畢業，曾隨使外國，以及諳曉外文

者。 

在地方交涉制度方面，以往除了海關和南北洋大臣，各地督撫為辦理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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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自設專局，一般稱為洋務局。光緒 32 年（1906）中央官制改革後，清廷開

始改革地方官制。光緒 33年（1907）頒佈〈各部官制通則〉，其中規定總督有總

理該管地方外交軍政之權。同時，督撫對於各部咨行籌辦事件，均有奉行之責，

因此外務部對於地方交涉的指揮，比總理衙門更有較多的保障。同年，首先實行

通則規定的東北三省，總督徐世昌奏准在督撫以下設交涉、旗務、民政、提學、

度支、勸業、蒙務七司。交涉司設於奉天和吉林二省，掌辦理外交各事。因此，

交涉司首次成為省級的正式機構，地方交涉事務開始納入正規管道。但是這時候

的交涉使仍只是督撫的屬官，與中央的外務部沒有直接的權責關係。 

宣統 2年 7月（1910年 8月）外務部奏請將交涉司改為定制，裁撤各省的

洋務局。因此，凡有交涉省份，每省設交涉使司交涉使一員，辦理全省交涉事務。

該職的任用權是由外務部掌控，以外務部所屬人員或各省曾任交涉的實缺道員為

主，而各督撫亦可舉薦人材，但須由外務部查核實績，方可任用。因此，原來由

督撫掌控的人事權，遂轉為外務部所有。在隸屬關係上，交涉使雖是督撫的屬官，

但同時又規定外務部可隨時對其進行可察，不得力者，即奏請撤換。此外，交涉

使所辦事件，除隨時詳請督撫咨報外務部外，年終時必須造冊匯報外務部，以備

考核。如遇到重要事件，一方面稟報督撫，另一方面也要通知外務部。如此確定

了交涉使與外務部的直接聯繫。所以交涉使雖仍是督撫的屬官，但在某種程度

上，已成為外務部的一份子。這也使得外務部可以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個較為

健全的外交網絡，讓外交行政得以統一，更進一步使外交機構正規化。 

從制度面來看，外務部在清末屬於最先進的部會，其組織制度是比較合乎

當時歷史環境的。清末新政時頒佈的〈各部官制通則〉，與外務部的組織制度十

分相近，因此可以說新政的行政改革始發生於外務部的設立。此外，外務部在對

外交涉方面，取消了若干傳統禮儀手續，建立了領事制度，釐定了派外使節職制

而有所謂的出使大臣、領事、副領事等，並且制訂了外交規章。這些都為民國初

年的外交部奠定基礎。 

從人事面來看，外務部改變了以往總理衙門人員兼差的性質，大量重用受

國內西式教育與留學西洋的人才；重視職業外交官的培養，在選拔官吏時較為強

調專業知識，甚至主張使館人員應專用外務部儲才館所調人員。這些改革都使得

清末外交人員的素質大為提高，改變了中國外交官員對於世界形勢、外交慣例懵

懂無知的難堪情況，大幅提昇外務部的工作效率。民國初年中國政治處於一團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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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但是當時的外交卻能正常運轉，部分外交家有著傑出的表現，外務部培養外

交人才可說是功不可沒。 

五、駐外使館的建立（總理衙門時期） 

在中國傳統的世界秩序中，並無遣使駐外的慣例，以天朝自居的中國只是

派遣特使宣揚天子國威，招屬國朝貢，或在國勢不振動亂時，才遣使向外國乞和

結盟。此外，清朝官員常視遣使國外為放逐，認為這是種羞辱的行為。 

但在西方及以西方為主的近代國際社會，遣使駐外是外交慣例，也是需要。

此外，西方國家很早就想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不斷鼓勵清政府遣使駐

外。如同治 4年（1865）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向總理衙門提出的《局外

旁觀論》，以及同治 5 年（1866）英國駐華公使館參贊威妥瑪（Thomas Wade）

的《新議略論》等。在他們的鼓勵下，總理衙門終於決定在同治 5年（1866）派

遣一個以斌椿為首的非正式外交使團，隨赫德赴歐遊歷。但該外交使團屬非正式

性質，僅是遊歷和收集外國資料。 

同治 6年（1867）清政府面臨於咸豐 8年（1858）所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

即將在同治 7年（1868）屆滿十年修約期限的問題，於是總理衙門委託即將任滿

回國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以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

的身份，代表中國出使歐美有約各國。在歷經同治 7∼9 年（1868-1870），蒲安

臣使團取得了相當的成果，它使西方列強承諾，在即將到來的修約中採取節制溫

和的政策。有此次經驗後，在同治 9年（1870）天津教案發生時，清廷立刻派遣

崇厚為特使赴法謝罪，但仍非正式的常駐使節。 

促成中國駐外使館制度建立的催化劑是光緒元年（1875）的馬嘉理事件

（Margary Incident）和翌年的煙台條約，中國決定派專使赴英道歉之便，建立駐

外使館。光緒元年 7 月（1875 年 8 月）奉上諭派遣候補侍郎郭嵩燾為出使英國

大臣，候補道許鈐身為副使，但在出發之際，原來簡派為副使的許鈐身已另派他

職，乃由候補京堂劉錫鴻遞補。光緒 2年 8 月（1876 年 9月）總理衙門會同戶

部將「出使章程十二條」奏呈清廷，隔月奉旨准如所議施行，其內容如下： 

一、擬由禮部鑄造關防，頒發出使各國大臣各一顆，其文曰：「大清欽差大

臣關防」。其未頒以前，先刊木質關防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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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使各國大臣擬自到某國之日起，約以三年為期；期滿之前，由臣衙門

預請簡派大臣接辦。各國副使亦一律辦理。 
三、出使各國大臣分頭、二、三等名目，此次辦理伊始，所有現在業經派出

各國大臣，擬請均暫作二等。 
四、出使各國大臣所帶參贊、領事、翻譯等員，應由該大臣酌定人數，開列

姓名等項，知照臣衙門查核。各該員亦隨同出使大臣，以三年為期，年

滿奏獎。如有堪留用者，應由接辦大臣酌留；倘不能得力，亦即撤回。 
五、出使各國大臣到各國後，除緊要事件隨時陳奏外，其尋常事件函咨臣衙

門，轉為入奏。 
六、出使各國大臣兼有攝數國事務者，應如例分駐之處，由該大臣酌定，知

照臣衙門查核。 
七、出使各國大臣月給俸薪，請照現在實職官階支給。惟原擬二三品充二等

欽差者，月給俸薪一千二百兩；三四品充三等欽差者，三品一千兩，四

品八百兩。其四品充二等者，未經議及。今酌中定擬月給一千兩。至各

國副使俸薪，擬月給銀七百兩。 
八、出使各國大臣兼攝數國事務者，月給俸薪，毋庸另加，各國副使亦一律

辦理。 
九、出使各國大臣及副使以下各員，月給俸薪自到某國之日起，各按應得銀

數支給，扣足三年為期，期滿停支俸薪。如接辦大臣尚未能到，期滿大

臣尚未交卸，應按照在任日期算給。俟接辦大臣到後停支，副使以下各

員亦一律辦理。其參贊、領事、翻譯等員，如經接辦大臣留用者，俸薪

即從年滿日期接算支給。 
十、出使各國大臣及副使以下各員，由中國起程及由差次回華，行裝歸裝，

均需整頓。所有往返兩項整裝，擬各照三個月俸薪銀數支給，均由臣衙

門前擬各關六成洋稅內動支。 
十一、出使各國大臣每年俸薪及往返盤費、駐紮各國一切經費等項，由該大

臣按年分晰造報臣衙門查核。 
十二、出使各國大臣等俸薪及往返盤費、駐紮各國一切經費等項，由江海關

彙齊，按年匯寄，應如何分別匯寄之處，由臣衙門札知總稅務司遵照辦

理。 
這些章程包括了使臣的任期、使館的編制和經費。它有幾項特點：第一、

所有駐外使節均暫作二等，這相當於公使；第二、派有副使；第三、駐外使節具

有欽差大臣身分，對於「緊要事件」，可以直接上奏；第四、駐外使節比照國內

慣例，有一定的任期（三年）；第五、駐外使節握有相當大的用人權，對於使館

的參贊、領事、翻譯等員，可以「酌定人數，開列姓名等項」知照總理衙門。此

外，中國駐外還有一個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特點，為了促進中國對外洋各國的了

解，總理衙門建議他們凡有關交涉事件及風土人情，均當逐日記錄，按月彙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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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咨送總理衙門備案查核，並鼓勵他們多遊歷和寫遊記。關於外館人數的限制，

至光緒 14年（1888），總理衙門始得限制每一外館的員額為七至八人，如果兼使

他國，則可在第二使館另有三人。 

除了駐英使節的派任之外，中國陸續在光緒元年 11月（1875年 12月）派

遣駐美、日（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和秘（秘魯）公使陳蘭彬，副使容閎。光

緒 2年 8 月（1876 年 9月）設置出使日本大臣，以原出使英國副使許鈐身為正

使，何如璋為副使，後來許鈐身又發往福建船政局差委，何如璋升任正使。光緒

3年 10月（1877年 11月）任曾是駐英副使劉錫鴻為駐德公使。光緒 4年 1月（1878

年 2月）成立駐法使館，以駐英使臣郭嵩燾兼使。光緒 4年 5月（1878年 6月）

派署盛京將軍、吏部左侍郎崇厚為出使俄國欽差大臣，不久命為全權大臣，便宜

行事以交涉伊犁事件，為頭等欽差，但崇厚於光緒 5年 8月（1879年 10月）擅

離俄京，留參贊邵友濂為署出使大臣。此外，光緒元年（1875）設置舊金山、嘉

里約、古巴各總領事，同年並設立日本各口岸理事官（後改領事）。光緒 5年（1879）

設檀香山領事。光緒 8年（1882）置紐約領事。光緒 13年（1887）置小呂宋領

事、仰光領事、檳榔嶼領事。光緒 17年（1891）置南洋各島領事。光緒 26年（1900）

置韓國各重要口岸領事。至是，海外領館逐漸完備。 

六、駐外使館的建立（外務部時期） 

在外務部運作十年間（1901-1911），曾對駐外使館組織作若干變動。首先，

增加中國對外駐使國家。光緒 28年 4月（1902年 5月）在奧、意、比三國一再

敦請下，外務部奉旨允准派駐專使。同年 8月，使美大臣伍廷芳咨稱，古巴獨立，

因此外務部乃擬請簡派駐美使臣兼充出使古巴國大臣，並與該國妥立新約。光緒

31年（1905）日俄戰爭結束，日本占領朝鮮，中國被迫撤回駐使，改設總領事。

同年，又派陸徵祥任出使荷蘭大臣（以前由駐德使臣兼任）。宣統 3 年（1911）

墨西哥、秘魯、西班牙也改派專使。此外，外務部也調整了使臣的兼任。光緒

29年 9月（1903年 10月），外務部接到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古巴大臣梁

誠的咨文，主張在墨西哥設立領事館，以保護當地華僑。外務部鑑於駐美使臣已

經兼西班牙、秘魯、古巴三國，若再增設墨館，恐其事務過繁，且美國和西班牙

遠隔大西洋，於是擬請將駐西班牙分館改歸駐法使署就近兼理，並同意增設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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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到了後期，外務部派遣使臣的態度開始有所改變。中國原沒有派遣駐外使節

的傳統，加上財政困難，故清廷並不積極派遣駐外使節。光緒 34年 2月（1908

年 3 月），出使德國大臣孫寶琦上奏瀝陳外交事宜，主張推廣駐使，對此外務部

亦十分認同。另外，出於人道主義和民族自尊的考慮，以及對僑商經濟勢力的重

視，清政府從總理衙門後期就開始積極建立領事館，保護僑民。外務部時期，主

要加強保護美僑、南非華僑和荷屬東印度華僑，到清亡時，中國駐外領事網已基

本形成。 

在出使大臣方面，外務部對使臣的來源有了較嚴格的規定，提高了使臣的

專業水準；並且對使臣的報告也有了詳細的要求，讓使臣得以發揮更多的作用。

光緒 32年（1906），外務部鑑於西洋駐使皆係參隨出身，因此將出使大臣專以外

務部丞參及各館資深參贊，開單請簡，且使臣不必以三年為期。各國頭等公使代

表本國君主，秩同外務部尚書，二等公使代表本國政府，秩同外務部侍郎，所以

請簡派各國二等公使定為二品實官，而由外務部將歷充外國參贊隨員多年及通曉

外國語言文字的合格人員開單請簡，三年一任，任滿回國候旨簡用，若辦理得力，

則接充連任，晉秩增俸，俾終身外交一途，以盡其才。 

由上述可知，有資格出任使臣者被限定為“歷充外國參贊隨員多年及通曉外

國語言文字的合格人員”，並且取消了應由中外臣工保薦的限制，使沒有經驗、

不懂外語的官員難以廁身使臣行列。此外，“三年一任，任滿回國候旨簡用，若

辦理得力，則接充連任，晉秩增俸，俾終身外交一途，以盡其才”，這一規定旨

在培養職業外交官。宣統元年（1909年），鑑於以往使臣的報告體例不正規，往

往凌亂混雜，外務部奏定《出使報告章程》對於使臣的報告、商務委員的報告、

武隨員的報告、遊學生監督的報告一一做了詳細規定。其中使臣的報告規定，呈

交外務部，內容分為外務、政治、軍務、商務、學務五門，每門之下又有若干子

目。這些報告分為臨時和定期兩種，臨時報告由出使大臣隨時郵電遞達，而定期

報告由出使大臣督同領事、商務委員等員，每年每季造送報告一次，主要報告事

項為：（一）關乎所駐國與本國之事；（二）關乎所駐國與他國之事；（三）關乎

所駐國國內之事。 

在使館隨員管理方面，外務部將各使館參隨等員都由差使改為實缺，參隨

的任命、獎黜之權由原先掌握在使臣之手，收歸外務部，並且原有參隨也須外務

部重新任命。這項改革徹底改變了參隨僅是做為使臣僚屬的地位，使館的官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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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正規化。此外，外務部還詳細規定了各館應設員缺，因而使館隨員的人數也得

到了有效控制。再者，參隨人才俱由外務部調任，培養管道則由儲才館選派外國

留學生及考驗譯學館並程度相同的學堂畢業生，為館中儲備人才，以備調充參

贊、隨員、領事、繙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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